
第１６卷　第６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６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ｃ．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０－２１
［作者简介］欧阳明（１９５７—），男，湖南省常宁县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新闻学。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２６－１０

亲近与疏远间的倾斜：
我国藏区僧人的媒介接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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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僧人是关乎并影响我国藏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通过调查，发现藏区僧人的媒介接触
存在着亲近与疏远之间的倾斜。一是藏区僧人的媒介选择在不同媒介之间出现了倾斜：在传媒接

触方面，疏远报纸媒体，亲近手机媒体；在新闻选择方面，亲近电视媒体，疏远手机媒体；在娱乐选择

方面，亲近电视和网络媒体，疏远报纸和广播媒体；在传媒信任方面，亲近电视和手机媒体，疏远报

纸和广播媒体。二是藏区僧人的媒介接触在同一媒介内部出现了倾斜：对报纸媒体的接触最多，地

理原因为其主因；境外广播是藏区僧人收听广播媒体的主要选择；娱乐类是藏区僧人最喜欢收看的

电视节目类别；娱乐是藏区僧人接触网络媒体的主要目的；亲近手机媒体的通讯功能而疏远其媒介

功能。三是藏区僧人的选择在内容信任上出现了倾斜：在新闻内容方面，亲近国际新闻，疏远娱乐

新闻；在内容评价方面，亲近地方藏文媒体，疏远其他媒体。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分析以上情况，

有如下发现：其一，语言对藏区僧人媒介接触的影响不大。我国藏区的大众传媒不仅要实现双语

化，而且应依据科学性原则和社会需要认真分析，进一步完善其传媒语言大众传播的导向、结构、流

程和分布。其二，内容是影响藏区僧人媒介接触的关键因素。藏区僧人对藏区媒体新闻内容的不

信任反映了媒体管理层的主导观念与藏区实际存在脱节，传媒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与藏区的实

际不符，藏区大众传媒的新闻工作方法与受众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其三，渠道是影响藏区僧

人媒介接触的重要因素。这反映出藏区媒体种类结构不平衡，同一媒体内部结构安排不平衡，媒体

传播程序存在漏洞，在事关信息国际交流的投入上力度不够。藏区传媒业审时度势进行相应调整

已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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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藏区僧人对大众传媒的接触情况，与
藏区在国家安全中的特殊地位、僧人在藏区的重要

社会作用，以及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力直接相关。

首先，藏区长期以来是我国与西方大国国际互动的

重要着力点，关涉国家主权、社会制度、人民幸福、大

国关系和地缘政治，维护我国藏区的稳定、发展与进

步，是我们同达赖集团进行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关

键。其次，藏族同胞全民信教的生活状态使僧人至

今在藏区“广受尊重、拥有重要话语权”［１］，这是我

国内地所难以见到的。僧人是出家的佛教徒［２］，为

藏区知识、精神文化的重要生产者、传承者与社会软

实力的主要代表者，他们通过与政府、民众的互动在

我国藏区拥有了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力。而政教合

一的历史惯性在藏区民主改革后逐渐淡出政治生

活，让僧人的社会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２００８
年“３·１４”拉萨事件及其后的多起僧侣自焚事件对
我国藏区的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构成强烈而连续的

冲击，既严重损害了僧人的自身幸福，又彰显了僧人



第６期 欧阳明，等：亲近与疏远间的倾斜：我国藏区僧人的媒介接触探析

在我国藏区权力格局、国内外政治斗争中的特殊角

色和不容忽视的社会动员能量。再次，大众传媒正

在重构我国藏区僧人的舆论场。我们目睹不少藏区

僧人手握手机、爱看电视剧、上网津津有味。通过大

众传媒，不少僧人习得一套与传统僧人有别的行为

方式，认知也为此受到影响。还有僧人收听境外广

播，接收境外负面言论，僧侣自焚行为与这不无关

联。同时，僧俗各界对僧人的媒介接触褒贬不一。

因此，分析藏区僧人的大众传媒接触，有助于准确、

贴切地认识藏区僧人，提升大众传播的正效果，推动

我国藏区的稳定、发展与进步。

目前，通过ＳＳＣＩ链接外文数据库进行英文、印
地文文献检索，我们未发现国外学者有对藏区僧人

媒介接触的研究。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我们

发现国内关于我国藏区的媒介接触研究有如下特

点。一是研究对象以藏区一般民众为主，以藏区僧

侣为研究对象的则仅见《论互联网对藏传佛教寺院

僧人教育的影响———基于对甘南藏区的调查研

究》［３］一篇，相关媒体仅限于互联网。二是王斌

等［４－５］虽对藏区的媒介接触进行了研究，但所针对

的媒体仅限于电视、网络和手机。三是研究思路以

个案研究为主，且地域仅限于接近内地的甘肃甘南、

云南迪庆等藏区，如陆双梅等［６－９］的研究。四是研

究的学科视野一般限于宗教学、民族学。五是研究

达成如下共识：电视是藏区民众接触最多的媒介，青

少年是媒介接触时间最长的群体，手机在藏民中得

到普及。总之，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

发现，目前学界对我国藏区僧人的大众传媒接触现

象很少探讨，研究欠全面、系统。鉴于此，本文拟根

据“使用与满足理论”、采取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

集中探讨我国藏区僧人的大众传媒接触问题，从中

发现一些规律，以供学界和相关方面参考。

　　一、研究设计

１．问卷设计
考虑到我国藏区的社会区划，本文采用非概率

抽样方法中的判断抽样法，对卫藏、康巴、安多和以

农业为主的嘉绒四大藏族居住区分别抽样，选取西

藏自治区（卫藏地区）、四川省甘孜州、青海省玉树

州（康巴地区）、青海省西宁市、四川省阿坝州红原

等县（安多地区），以及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等县

（嘉绒地区）为地区样本。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 １６日 ～
２０１３年３月 ２１日，我们向以上区域内的 ２７个寺
院发放问卷２００份，回收问卷１６２份，问卷回收率
８１％。由于时局和宗教等原因，对藏区僧人的调研
困难重重，尤其是在西藏自治区，人员出入和宣传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受到了政府的控制，僧人对专业

调查颇为敏感，因此，最后确定的问卷数量仅为２００
份。其中，卫藏地区占１１．７％，康巴地区占１０．５％，
安多地区占４７．５％，嘉绒地区占３０．３％。３月份是
寺院祈福做法的忙碌期，调查问卷的回收遭遇一定

障碍，故有效问卷仅有１６２份。２０１２年我国藏传佛
教僧人总数是 １２００００［１０］，抽样率为１．３５‰。由于
时局、宗教、僧人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此次问卷送达

困难，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我们在问卷调查的基础

上又辅以深入访谈和田野调查，其中后者是由本文

第三作者于２０１２年７～１０月、同年１２月至翌年４
月在阿坝州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束后，我们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有效问卷进行了数据录入
和统计分析，并结合此次入户访谈和田野调查的所

得资料，对藏区僧人的大众传媒媒介接触情况进行

分析。

２．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问卷分基本情况问答、僧人大众传媒接触

状况及其对大众传媒的态度３个部分，调查范围覆
盖我国四大藏族居住区（将藏区按语系分为卫藏、

安多和康巴三大区域，而在这三大藏区内，又分为卫

藏、康巴、安多和嘉绒四大藏族居住区）的２７个寺
庙；所涉及的大众传媒既包括传统的报纸、广播、电

视，又包括新兴媒体，如网络、手机等。本文中的媒

介指大众传媒。参与问卷填写的藏区僧人的基本情

况如下：以僧为主；年龄集中在 １８～６０岁，占
９１４％；出家年数在６～１０年的占２４．１％，１１～２０
年的占３２．１％，２１年以上的占２７．２％；具有活佛身
份的占２７．２％，普通身份的占７２．８％；从未接受过
教育的占１９．８％，小学文化程度的占３３．３％，初中
文化程度的占 ２９．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１７３％。由于活佛在住寺僧人中不足百分之一，再
结合本次调查的僧人年龄、职务、出家年数、受教育

程度等，我们认为本次调查对象以寺院的主导群体

·７２·

 ２７个寺庙分别为更前轮寺、马尔康寺、昌列寺、江宫寺、确尔基寺、麦洼寺、查理寺、塔公寺、巴美寺、木亚大寺、日卡寺、
拉卡寺、多吉扎寺、色达寺、西木寺、尕益寺、扎西寺、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塔尔寺、萨多寺、年龙寺、哲然寺、多本寺、扎西求

寺、闭关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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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能够反映我国藏区僧人的主流价值观。

３．统计方法
（１）本次研究采用分值统计的方法，用以检验

我国藏区僧人对不同类别新闻内容的信任度、传媒

内容的信任度，以及对不同媒介的信任度。具体情

况是：问题下设Ａ～Ｅ５个选项，依次计为１～５分不
等，分值越高表明僧人们对该问题的信任程度越高。

（２）本次研究还将采用百分比统计的方法，用
以检验我国藏区僧人的其他选择情况。具体计算分

为两种：一是计算每个选项在样本总量中所占的百

分比，如 Ａ选项的百分比 ＝Ａ选项的人数／样本总
量；二是计算每个选项在该类别选择量中所占的百

分比，如“不读报纸原因”一题，Ａ选项的百分比 ＝Ａ
选项的人数／阅读报纸的人数。

　　二、研究结果

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得出如下结果。

１．藏区僧人的媒介接触在不同媒介之间出现了
倾斜

（１）在传媒接触方面，疏远报纸媒体，亲近手机
媒体

调查显示，手机是藏区僧人接触最多的媒介，接

触率为９３．２％；报纸则成为接触最少的媒介形式，
仅２９．６％的僧人表示会经常阅读报纸，１４．２％的僧
人表示很少阅读报纸。与此同时，受访僧人中有

８８．９％的僧人表示接触过电视，比手机的接触率少
４．３个百分点，可见电视是藏区僧人较为亲近的媒
介。另外，僧人对广播和网络的接触率分别为

５２５％和５６．２％，均超过了半数。不过，表示经常
接触这两类媒介的僧人较少，分别只占样本总数的

１１７％和 １７．９％，更多的只是偶尔接触。由此可
见，作为藏区主流传媒的报纸被僧人所疏远，而手机

媒体则被僧人亲近。

（２）在新闻选择方面，亲近电视媒体，疏远手机
媒体

调查发现，僧人获取新闻信息最为偏爱的媒体

是电视，且无论是获取所有新闻，即文中的“新闻选

择”项（占比 ４５．２０％），还是其中的“重大新闻选
择”项（占比６０．７０％），电视都呈压倒性趋势。与电
视媒体的被亲近相比，手机反倒是僧人们最少考虑

到的获取新闻信息的媒介。调查显示，不管是新闻

整体还是其中的重大新闻，手机的选择率都比较低，

分别为９７０％和 ６．００％。此外，较之新闻整体信
息，僧人在重大新闻信息的选择上对电视媒体的依

赖度较高，对手机媒体的依赖度较低（见表１）。由
表１可见，接触境外新闻信息较为便捷的广播遭到
僧人的冷落，电视反而成为僧人获取新闻信息的首

要选择。

表１　藏区僧人的新闻媒体选择情况 ％

媒体 新闻选择 重大新闻选择

报纸 １９．４０ １１．２０
广播 １１．３０ １５．５０
电视 ４５．２０ ６０．７０
网络 １４．５０ ８．６０
手机 ９．７０ ６．００

（３）在娱乐选择方面，亲近电视和网络媒体，疏
远报纸和广播媒体

在媒介的娱乐功能上，藏区僧人对电视和网络

表现出明显的偏爱。调查显示，在放松、休闲时，有

３２．４％、２９．７％的僧人分别选择了电视和网络，电视
和网络成为了僧人娱乐时接触率最高的两种媒介。

相比之下，僧人在娱乐时是较为疏远报纸和广播的，

选择率分别为７．２％和９％，由此形成媒介选择上的
鲜明反差。由此可见，报纸和广播遭到僧人疏远。

（４）在传媒信任方面，亲近电视和手机媒体，疏
远报纸和广播媒体

我们将问卷设置成“很不信任”“较不信任”“一

般信任”“比较信任”和“完全信任”５个选项，依次
计１分、２分、３分、４分和５分，分值越高，表示僧人
对该媒介的信任程度越高。调查结果显示，僧人对

大众传媒的信任度主要位于两个区间：一是 ３～４
分，即介于“一般信任”与“比较信任”之间，这样的

媒体有手机、电视和网络；二是２～３分，即介于“较
不信任”和“一般信任”之间，这样的媒体有报纸和

广播。

从媒介亲近情况来看，僧人对电视和手机的信

任度较高，分值分别为３．１９８分和３．１７９分；由疏远
情况来看，僧人对报纸和广播的信任度较低，分值分

别为２．８０９分和 ２．８１５分，未过及格线（满分为 ５
分，及格线为３分）。此外，僧人对网络媒体的信任
度在５大媒体中居中，为 ３．０６８分，介于“一般信
任”与“比较信任”之间，超过及格线。由此可见，藏

区僧人在对传媒的信任度上，对电视媒介的信任度

最高、对报纸的信任度最低。

２．藏区僧人的媒介接触在同一媒介内部出现了
倾斜

藏区僧人的媒介接触在同类传媒内部亦出现倾

斜，具体如下。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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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藏语报纸媒体接触最多
藏区僧人的大众传媒接触在语言上出现倾斜。

对于报纸，僧人的选择存在语言上的差异。调查显

示，在２９．６％的报纸接触率中，选取藏文报纸的为
１７９％、汉文报纸的为９．９％、英文报纸的为１．８％。
报纸在藏区僧人大众传媒媒介接触率中居尾，其直

接原因不是内容而是渠道。问卷结果显示，５１．７％
的僧人放弃阅读报纸的主要原因是“地理原因，难

以订购”。２０１３年春季，四川马尔康寺寺主泽尔登
接受本文第二作者的采访时表示，僧人们平时很少

接触报纸，寺主偶往宗教局办事时才将属于寺院的

寥寥数份报纸领回。同时，“看不懂汉字”“没有时

间阅读”“没有想看的内容”“有了广播电视等视听

媒体后就不看报了”等，也是僧人放弃阅读报纸的

原因。不过，这些选项的被选择率除“看不懂汉字”

在２３．７％之外，另外３项颇低，均在１５％以下（见图
１）。由此可见，地理原因是僧人报纸接触少的最大
障碍。

图１　藏区僧人不读报的原因

（２）境外广播是藏区僧人收听广播媒体的主要
选择

就“是否收听广播”“是否收听境外广播”“收听

哪些国家的境外广播”等３个问题，本文做了相关
调查。结果显示，有５７．６％的僧人表示会收听境外
广播，有４２．４％的僧人表示会收听境内广播。在收
听境外广播的僧人中，有４９％的僧人表示收听过美
国的广播，有 ２２．４％的僧人表示收听过印度的广
播。此外，在境外广播的收听国别上，也有１０．２％
的僧人选择了“英国”，另有８．２％的僧人选择了“其
他国家”。由此可见，美国和印度成为我国藏区僧

人境外广播的最大广播信号提供国。

（３）娱乐类节目是藏区僧人最喜欢收看的电视
节目类型

在所列电视的４类节目中，居于僧人喜欢收看前
两位的是娱乐类节目和新闻类节目。其中，娱乐类节

目居首，占３７．１％；新闻类节目次之，占３１１％；教育
类节目位居第三，占 ２１．２％；服务类节目居尾，占
１０．６％。同时，调查结果显示，有３５．８％的僧人表
示每天会收看１～３０分钟的电视节目，有４５．７％的
僧人表示每天会收看３１～６０分钟的电视节目，还有
１８．６％的僧人表示每天会收看超过一个小时的电视
节目。由此可见，藏区僧人每日接触电视的时间不

算少，并以获取娱乐和新闻信息为主，其接触媒体以

电视为主。

（４）娱乐是藏区僧人接触网络媒体的主要目的
在接触网络的僧人中，有４４％的僧人表示接触

网络的目的是为了娱乐，其比率远高于电视。除了

娱乐目的外，僧人接触网络的目的也包括“阅读新

闻”“学习”“人际交往”“查看生活资讯”“处理个人

事务”，但这些目的的选择率较之娱乐目的的选择

率都较低，分别为 １９．８％、１９．８％、１１％、２．２％和
３３％。藏区僧人对网络的看法以肯定为主。其中，
持乐观态度的所占比例过半：认为“上网丰富了个

人生活”的占１９．１％，认为“上网带来了乐趣”的占
１９．８％，认为“上网提高了社会适应能力”的占
１４８％；持悲观态度的也接近四成：认为“上网容易
影响到修行”的有１７．３％，认为“上网容易使人品性
变坏”的占 １９．８％；另有 ９．３％的僧人选择了“其
他”选项。由此可见，藏区僧人接触网络主要以娱

乐为主。

（５）亲近手机媒体的通讯功能而疏远其媒介
功能

就“是否用手机打电话”“是否用手机发短信”

“是否用手机上网”“是否用手机玩游戏”“是否用手

机进行软件聊天”“手机联系的范围”“使用手机的原

因”７个问题，我们对藏区僧人手机功能的使用情况
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使用手机“电话功能”

的最多，占９２％，“短信功能”的次之，占４０１％；而在
地域范围（有７．４％的受访僧人未选）上，以省内居
多（占比５４．９％），省际次之（占比３１５％），国际第
三（占比６．２％）。除电话、短信等通讯功能外，软件
聊天功能、游戏功能、网络功能等也是僧人使用手机

的客观原因所在。但较之通讯功能，僧人对这三种

功能使用选择率都较低，分别为２３５０％、１９１０％、
１７３０％。由此可见，藏区僧人在对手机的功能选择
上，更多倾向于其通讯功能而疏远于其媒介功能。

３．藏区僧人的媒介接触在内容信任上出现了
倾斜

在渠道无碍的情况下，内容通常是影响受众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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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触的首位因素。藏区僧人对媒体的内容选择有

所倾斜，具体如下。

（１）在新闻上，亲近国际新闻，疏远娱乐新闻
根据分值统计方法得出的分值，藏区僧人最信

任国际新闻，最不信任娱乐新闻，其信任度排行呈现

如下趋势：国际新闻（３．３１分）＞体育新闻（３．１９
分）＞社会新闻（３．００分）＞财经新闻（２．９６分）＞
时政新闻（２．８１分）＞娱乐新闻（２．４８分）。其中，
国际新闻的受信任分值最高，娱乐新闻的受信任分

值最低。

依据上述分值，我们计算出了藏区僧人对前述

６类新闻的信任平均值为２．９６，未超过３分。这就
是说，藏区僧人对新闻内容的总体信任度介于“较

不信任”与“一般信任”之间，尚未达到及格线。具

体到６类新闻，藏区僧人对国际新闻的信任度最高。
由图２可知，６条曲线均在 Ａ～Ｄ选项（很不信任为
Ａ，较不信任为Ｂ，一般信任为 Ｃ，比较信任为 Ｄ，完
全信任为Ｅ）上，僧人对不同类别新闻的选择率相对
均衡，但在Ｅ选项（完全信任）上呈现出较大反差，
即僧人对国际新闻的选择率（２６．５％）远高于其他５
个类别的新闻选择率，且分别高出体育新闻（１６％）
１０．５个百分点、娱乐新闻（１３．６％）１２．９个百分点、
社会新闻（１０．５％）１６个百分点、财经新闻（９．９％）
１６．６个百分点和时政新闻（６．８％）１９．７个百分点。
国际新闻成为最受藏区僧人信任的新闻类别，而国

内时政新闻的信任分值仅高于娱乐新闻，在“完全

信任”选项上居６类新闻之末。由此可见，藏区僧
人对新闻内容选择有所倾斜，其亲近国际新闻，疏远

娱乐新闻。

图２　藏区僧人对不同新闻类别的
信任度选择情况

（２）在内容评价方面，亲近地方藏文媒体，疏远
其他媒体

关于媒介公信力的判断维度，近年西方最为推

崇的是美国学者梅耶的公正、无偏见、报道完整、正

确、可信赖５个指标体系［１１］，而我国学者设计出的

相关指标体系则是由权威性、实用性、真实性构

成［１２］。根据前述理论并结合我国藏区的实际，如僧

人对最高宗教领袖的认同等，本问卷关于藏区僧人

对大众传媒的内容评价部分共设计了６个方面的问
题，即媒介内容的公正度、客观度、准确度、完善度、

信赖度和实用度，意在了解藏区僧人的以公信力为

核心而对不同类型媒体内容的评价。由表 ２、图 ３
可知，藏区僧人对媒体的内容评价出现以下倾斜。

表２　藏区僧人对不同类型媒体的内容评价度％
媒体类别 公正度 客观度 准确度 完善度 信赖度 实用度

中央媒体 ２０．００ １３．５０ １６．００ １５．２０ １７．６０ １２．００
地方藏文媒体 ５６．８０ ６２．４０ ６３．２０ ５１．２０ ５０．４０ ６４．００
地方汉文媒体 １４．４０ １４．４０ ９．６０ １８．４０ １６．００ １２．００
境外媒体 ８．８０ ９．６０ １１．２０ １５．２０ １５．２０ １２．００

图３　藏区僧人对不同类型媒体
公信力的评价情况

首先，在中外媒体之间出现倾斜。在各项指标

上，藏区僧人对境外媒体内容的评价全面低于对我

国地方藏文媒体内容的评价，无一项高于我国中央

媒体，仅有一项高于藏区僧人对我国地方汉文媒体

的内容评价，其公信力的平均值低于我国媒体。在

内容信任上，准确度是基础，公正度是关键，客观度、

完善度、实用度体现了信任的不同维度。藏区僧人

认为我国地方汉文媒体的准确度低于境外媒体，境

外媒体的公信力低于我国媒体。

其次，在我国媒体内部之间出现倾斜。这集中

表现为藏文媒体公信力的各项指标过半，平均值远

高于汉文媒体，呈现“一边倒”的选择优势。藏文地

方媒体的实用度最高，但其信赖度最低，说明其虽有

用但又让藏区僧人不够放心。中央媒体的公正度最

高，但其实用度最低，说明其权威性受到重视，但与

藏区僧人的利益关联不够密切。地方汉文媒体的公

信力平均值偏低，具体指标中完善度最高、准确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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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仅在客观度上超过中央媒体。由此可见藏区僧

人对外国媒体的内容评价较低，而对地方藏文媒体

的内容评价较高。

　　三、讨论与启示

传媒接触与传媒满足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使

用与满足理论”是较早研究传媒受众的重要理论，

始自１９４０年代。虽然同为研究传媒受众的反应，但
“效果理论”以传者为出发点，“使用与满足理论”则

以受众本身的特性和需求为出发点。１９６０年代，学
者围绕传媒接触的社会条件对“使用与满足理论”

加以深化。其中，日本学者竹内郁郎认为，传媒接触

行为的发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媒介接触的可能性，

即身边须有电视机或报纸之类的物质条件；二是媒

介印象，即在以往媒介接触经验的基础上对媒介能

否满足自己现实需求的主观评价［１３］１８４。结合我国

藏区僧人的传媒接触实际，我们发现前述两个条件

对僧人的传媒接触均产生了制约性的影响，并分别

表现在渠道和内容方面。同时，藏区僧人身处民族

地区的特殊性，又使语言成为影响其传媒接触的重

要因素。“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的传媒接触

是实现其传媒满足的必要条件，而受众的传媒满足

是影响受众态度及其再次接触、如何接触或不再接

触传媒行为选取的重要原因。［１３］１６７纵观我国藏区僧

人在传媒接触上所存在的倾斜，语言对藏区僧人媒

介接触的影响不大，而传播内容、渠道与藏区僧人媒

介接触息息相关。

１．语言对藏区僧人媒介接触的影响未为关键
鉴于藏区僧人对经卷的研习和藏语、藏文的使

用范围，我们曾假设语言为制约藏区僧人媒介接触

的关键性因素，但调查结果并非如此。由高到低来

看，语言因素在“不读报纸的原因”调查中占

１７３％；在“不上网的原因”调查中占１２．３％；在“不
看电视的原因”调查中占２．５％；在“不用手机的原
因”调查中占０．６％；在“不听广播的原因”调查中占
０。显而易见，语言不仅没有成为藏区僧人媒介接触
的障碍，而且随着有形语言（文字）、有声语言分别

与大众传媒互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并呈现出由高

到低的趋向。其中，在由符号中介所形成的交流中，

有声语言的听说远重于文字。

语言除了有交流思想的功能之外，还是文化的

重要表征。一是教育的发展与大众传媒的扩张相辅

相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不断加大对藏区教育的

投入，通过普及义务教育、注重汉藏双语教学等，建

立健全了科学的教育体系，到２０１２年底，西藏自治
区初中入学率已达９８．６％［１４］。我们的调查也证明

了这一点：藏区僧人在出家尤其是在年幼出家前后，

已普遍接受国民教育，有８０．２％的受访僧人接受了
基础教育，有的甚至接受了高等教育，如四川阿坝县

查理寺僧人嘉祥出家后曾入福建佛学院进修。同

时，汉藏文化的包容性、佛教文化的共通性、汉藏两

地交流的日益密切，又推动藏区僧人心灵沟通，帮助

藏区僧人修行。教育极大地推动了藏区僧人对汉藏

语言的学习与交流，这有益于藏区僧人的大众传媒

接触。二是僧人接受大众传媒的能力存在差别。首

先，在僧人内部存在差异。在藏区，僧人属于知识阶

层，以研习密宗的藏文经卷为主，整体文化水平高于

一般的农牧民，虽然部分由印度回来的僧侣能讲一

口流利的英语，自如地阅读英文报纸，但仍有

２３７％的僧人因为看不懂汉字而放弃阅读报纸。即
便藏文采用天城体字母，但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而非

印地语的印欧语系，故藏区僧人对外国媒体的评价

较低，这应与僧人整体的外文阅读水平、外语收听能

力有关。此外，藏区僧人内部又在年龄、地域诸方面

存在媒介接触差异。问卷统计显示，由于交通、对外

交往、经济等条件的不同，卫藏地区和嘉绒地区僧人

的汉语水平存在高低之别，能正常使用的比率前者

达６３％，后者仅为３１％。其次，在有形语言与有声
语言间存在差异。由于藏区僧人汉语的听说能力要

强于汉字的书写能力，因此，在手机的接触上，微信

远比短信受欢迎。在面访中，青海省塔尔寺寺管会

副主任加央师傅介绍自己经常拍摄寺院风景并将之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内；查理寺罗真次南活佛介绍，通

过微信已经和藏区寺院僧侣、国外寺主管家、各地信

众保持联系，并认为发微信比打电话、写短信方便。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众传媒如何进行语言配置

值得深思。我国藏区大众传媒语言具有多样性，既

有中文、汉语，又有藏文、藏语；既有汉语的普通话、

汉语方言，又有藏语及其方言；还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双语。无论《人民日报》（藏文版）、还是地方报纸

《西藏日报》《阿坝日报》均有汉、藏两种文字版本；

广播电视，如西藏人民广播电台除了用藏语普通话

广播外，还用藏语方言康巴话广播；网络媒体上还载

有本地网民上网用的班智达等藏语输入法、藏文版

本的游戏软件。不过，问卷显示，现有的语言多样化

还不能很好地满足我国藏区民众尤其是僧人阶层的

媒介接触需要。首先，藏区经卷以藏文为主，以研习

宗教经典为本务的僧人藏文务必精熟，这容易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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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事偏高的中老年和生活在偏远地区甚至卫藏地区

的僧人重藏文而轻中文。媒介语言的不到位容易引

起僧人的远离甚至诱发其产生分离、抵触的情绪，做

出偏激的行为。其次，传媒语言的多样化事关藏区

的现代化、文化自治和中华文化内部各个子文化间

的互动。唐朝佛教兴盛的于阗，即今新疆和田一带

在北宋时被其西部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刺汗国征服

并遭灭佛。而宋代，于阗以东的吐蕃，即今天我国藏

区却巍然不动，依旧为佛教文化区［１５］，且至今仍如

此。１９９１年出土于宁夏的世界上现存的第一份木
活字印刷品《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西夏文，是北宋

时期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密宗经典之作。现代的佛

教文化区以中南半岛为主，我国藏区因处于佛教文

化区、儒家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和印度教文化区的

交汇区域而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同时，语言能够

为受众带来熟悉感、亲近感，便于受众自如接触、使

用媒体。当然，今日藏区人民同样具备分享社会现

代化资源而不是仅仅具有做文化化石角色的权利。

再次，传媒语言的多样化事关我国藏区形象的塑造，

属于应对西方社会和达赖分裂集团歪曲我国藏区社

会的焦点领域。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凝聚人心为大众传媒的本职之一。要保持藏区和平

稳定，需要大众传媒通过文化的感召力来化解隔膜，

消解对抗。所以，我国藏区的大众传媒不仅要实现

双语化，而且应依据科学原则和社会需要进一步完

善其传媒语言大众传播的导向、结构、流程和分布。

２．内容是影响藏区僧人媒介接触的关键因素
调查显示，藏区僧人对我国报纸内容的评价高

于对境外媒体内容的评价，但对国内媒体新闻内容

较缺乏信任。藏区僧人对国内媒体新闻内容的信任

均值仅为２．９６分，介于“较不信任”与“一般信任”
之间。关于不信任的原因，僧人们看法不一，但以

“不敢监督”与“假新闻过多”为主，均为２９．６％，还
有２２２％的僧人认为“新闻内容不关注民众利益”，
１１１％的僧人认为“新闻内容存在大量的抄袭和引
用”，７．４％的僧人认为“广告新闻过多”。这反映出
我国藏区传媒业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媒体管理层主导观念与藏区实际存在脱

节。我国藏区工作的特殊性和近年来遇到的挑战，

容易让管理层在统筹兼顾的同时顾虑重重、缩手缩

脚，担心新闻传播处理不当会影响藏区的工作大局，

不易放弃传者本位思想。如此观念若行之于媒体行

业管理，媒体传播势必会因信息性质单一甚至报喜

不报忧和传受间的信息壅滞而导致信息不对称，并

引发受众的误解、猜忌甚至藐视，从而引发舆论事

件。而受众的反应又驱使行业管理层和合法的大众

传媒集中于一次次“灭火”，从而形成新闻传播的恶

性循环，新闻工作难免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

格局所束缚。同时，体制内的大众传媒若无法回答

僧人的真正关切，亦难充分调动僧人阶层的正向积

极性，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难免自降为僧人用以打发

时间的生活调味品。我国藏区新闻传播活动与内地

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当前，我国存在不止

一种舆论场，除了由报刊、广播电视构成的传统舆论

场外，还存在由互联网、手机构成的新兴舆论场。这

两类舆论场在互动中既同向而行，又有矛盾，甚至有

尖锐的对立。我国藏区的舆论场也是如此。但是，

我国藏区的舆论场除此之外，还有国际传播舆论场，

以及藏区的包括藏文、藏语在内的舆论场。其中，后

者为藏区所独有，前者则因我国藏区的特殊地理位

置而表现得异常活跃。这四大舆论场使得我国藏区

的舆情变得更为复杂和更具有挑战性。比如，在僧

人的广播接触问题上，接受调查的僧侣多表示“这

个话题不好说，太敏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

“广播”等同于“境外广播”、“境外广播”等同于“藏

独”的陈旧印象。这也说明广播在藏区僧人信息获

取上具有特殊的功用，显示出我们关于广播问卷调

查数据的不稳定性。因此，当僧人真正的媒介需求

未得到根本满足时，则会因藏区舆论的特殊性而转

求他途，通过新媒体、非法媒体或出境，推动信息的

“出口转内销”或导致不良信息大行其道。德国发

行量最大的《图片报》记者汉诺·考茨曾在一次会

议上指责中国政府不重视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当

时我国访德的官员、活佛立时予以澄清，其中，西藏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白玛朗杰说：“我是土生土长的

西藏人……我可以用亲身经历来说明，中央政府采

取了巨大努力来挽救、保护和传承西藏文化，西方人

其实只要亲身去西藏看看，就能得出正确结论。”［１６］

若像德国《图片报》这类的新闻报道和言论被我国

藏区僧人获悉并缺乏恰当引导，势必会冲击藏区主

流媒体的公信力，诱使藏区僧人仅通过媒介所构成

的间接环境来认识社会，并因境外媒体的不实报道

而对我国藏区产生误解，从而影响藏区的社会稳定

和发展。２０１３年春季，我们面访的一位７０多岁的
僧侣在评价国内关于达赖喇嘛的新闻报道时说：

“全世界都说达赖好，只有中国说达赖不好。”当我

们再问老人何以了解这样的信息时，对方答曰：这是

每次去村口茶馆听人聊天时听到的。可见，这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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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关于达赖及传媒的评价，根据是由道听途说所

构成的虚拟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作为软实力的有

机组成部分，藏区大众传媒肩负着思想政治工作重

任，若回避社会矛盾无异于放任自流，甚至自我缴

械。在多媒体时代和国内外信息交流便捷的复杂传

播格局中，我国藏区的大众传媒应加强媒体的内容

建设，针对僧人讲好多种道理，处理好信息传播的主

导与多元之间的关系。

二是传媒体制改革与藏区实际不符。近年来，

藏区大众传媒的文化体制改革搞得有声有色。作为

西藏自治区第一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西藏传

媒集团于２０１２年正式挂牌。当然，文化体制改革不
可能一步到位，其很多问题如产权不明晰等属于社

会改革大局中的一部分，唯有立足我国藏区实际进

行调配、调整才有助于尽可能少地支付改革成本。

同时，如何处理大众传媒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

的关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遍览西方发达国

家，“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为其主流社会

所恪守的关于大众传媒业的不二法则。我国藏区社

会的后发展特征与实际，要求藏区坚持大众传媒的

“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审时度势，在意识形态安

全和文化安全的基础之上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三是藏区大众传媒的新闻工作方法与受众之间

存在一定的脱节。首先，信息传播的针对性落后于

实际。传播学理论中的社会关系论认为，受传者的

社会关系（如宗教等）对于他们如何看待传播工具

的信息有重要影响。［１７］１３６有位僧侣在关于自焚态度

问卷旁留下一段藏文，译为汉文为：“我认同这种做

法，因为这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民族。在这种体

制下只有这种方式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只有政府做

出改变，才能减少这种情况。”可见，该僧人赞同自

焚事件。其实，这一认识与教规、僧侣的身份是不相

符的。因此，帮助、引导藏区僧人明辨是非善恶刻不

容缓。针对藏区的特点和僧人的特殊社会影响力，

大众传媒可通过适当强化或开辟以僧人群体为目标

受众的版块、栏目、频道，及时回应舆情，强化主流信

息传播，加大与非主流信息传播间的良性互动。地

方藏文媒体之所以能够超越《人民日报》藏文版，获

得受调查僧人们好的评价，这与报纸的区域性传播

优势息息相关。其次，舆论领袖的舆论引领功能弱

化。美国学者拉札斯菲尔德认为，观念通常经过传

播工具传播至舆论领袖，再经由这些舆论领袖传播

至民众中不太活跃的人们。［１７］２７因此，强化与僧人领

袖之间的交流，倾听僧人领袖的意见，并据此调整传

媒工作手段，应成为藏区大众传媒业顺应传播规律

的正确选择。例如，可挑选恰当的宗教领袖在报刊

开辟专栏，或邀请其到广播、电视、互联网演播厅接

受采访，或参与手机报等的访谈等。让爱国爱教的

高僧做舆论领袖，有助于明辨是非善恶，便于从思想

深处触动其他僧人，从而优化信息传播质量，提升传

媒的舆论引导水平。依靠宗教领袖，离不开与其及

时沟通，尊重其合理合法诉求。比如，既然四川省查

理寺管理人员认为电视可能会打破寺院的清净，那

么社会管理者在推行电视进入僧人活动场所时应与

僧人领袖密切交流，恰当控制僧人电视信息接受的

信息性质、结构、时间等。再次，大众传媒缺乏将僧

人与一般藏族同胞有机融合的意识。调查显示，僧

人重大决策对父母亲友的依赖为５３．１％。这说明
僧人与家人普遍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也是藏传佛教

的特殊性。可见，针对僧人的大众传播活动与广大

藏族同胞的传媒接触密不可分。

３．渠道是影响藏区僧侣媒介接触的重要因素
一般情况下，内容是影响受众媒介满足的关键性

因素，而在特殊情况下，渠道也是影响受众媒介满足

的重要因素。问卷调查显示，藏区媒介渠道的不畅已

成为影响僧人媒介接触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藏区媒体种类结构不平衡。藏区媒介层

级分明，媒体分属中央和地方两类；种类齐全，传统

媒体有报刊、广播、电视，新媒体有互联网、手机，但

是，空间架构失衡，前后环节存在漏洞，尚需调整优

化。以传统媒体中的报纸为例，报纸属于以区域性

见长的传媒，而地方藏文报纸公信力的低评价说明

其内容仍存在改进、提升的空间。同时，中央级报纸

很少设有藏文版，但我国第二大全国性综合日报，即

以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主要受众

的《光明日报》至今仍无藏文版。再如新媒体中的

手机。手机是藏区僧人接触最多的媒介，但僧人主

要用之于人际交往（打电话、发短信），僧人对手机

的信任度为３．１７９，在所调查的五大媒体中居第二
位。不过，手机媒体在藏区僧人的新闻信息接触中

却位居最后，这说明作为媒体的手机尚主要停留在

用于人际传播阶段，而不是已进入大众传播的工具

阶段，其新闻传播功能未得到充分的应用与挖掘，手

机的新闻版块远未与时俱进。

其二，同一媒体内部结构不平衡。电视媒体虽

在硬件配置上相对完善，在藏区的覆盖率超过８０％
（除玉树和果洛藏区外）［１８］，但栏目类别建设还不

够完善。就收视习惯来看，娱乐栏目成为藏区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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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打发业余时间的最佳选择。这说明，电视为藏

区僧人提供的服务是欠完整的。鉴于此，藏区电视

传媒在以后的发展中，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加强

新闻信息传播，丰富栏目种类。媒体只提供娱乐信

息服务，容易诱使民众过度娱乐，不利于释放正向

的、积极的社会功能。电视媒体应适度增加硬新闻，

加强宗教知识交流，隐性引导，柔性落地，寓教于乐，

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二是根据僧人

喜爱收看娱乐节目的收视习惯，加强娱乐信息传播

的正能量建设。美国１９４０年出版的《声音广播和印
刷物》认为：娱乐类节目的教育启蒙功能不亚于严

肃类节目。［１９］对藏区的调查显示，有佛教因素的藏

语版电视剧《西游记》深为藏区僧人喜爱，一些僧人

还在交流时模仿剧中台词。因此，我国藏区电视娱

乐信息传播应重视电视文艺的藏族题材、汉藏题材、

宗教题材、历史题材等方面的创作，现实题材选题要

善于适当增加宗教文化元素。总之，应在坚持传播

正能量的前提下，优化娱乐信息传播的性质、类型、

结构和方式。三是增加投入，加强以藏区僧人为受

众的媒体建设。从调查来看，针对藏区僧人的专门

媒体，仅有甘肃省拉卜楞寺主办的《雪域佛教报》，

目前国内还没有以僧人为目标受众的电视频道，极

需加强以藏区僧人为受众的新媒体建设。

其三，媒体传播程序存在漏洞。藏区报纸虽早

已建有从省级到地市级行政单位的完整媒介体系，

既有以政策为主的党委机关报，也有以市场为主的

都市报等大众化报纸，但如此成熟的主流媒体面临

发行不畅的问题，渠道成为僧人接触报纸的障碍。

调查显示，僧人的报纸接触主要受制于两点：一是因

寺院经费困难而难以订阅；二是报纸送达延后现象

严重。目前我国藏区尚有不少乡村未通公路，通往

墨脱县县城的公路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底才正式开通，
只有少数藏区的僧人能每天看到当天报纸，报纸送

达县城、乡村分别需要两三天、五六天，有时候需更

长时间。［２０］交通困难既加大了邮发投递的难度，又

增加了邮政企业的经济成本。经费困难→递送遥远
→报纸接触率低→报纸信任值低，如此逻辑联系显
然是客观存在的。鉴于此，藏区报纸传媒在以后发

展中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藏区报业发展应根据藏

区实际，在行政途径与市场路径间寻求最佳配置。

与电视不同，报纸是文字媒体，而文字的抽象性有助

于报纸发展为一种教养性、理智性的大众传媒。显

然，报纸与僧人之间存在正向的匹配性，这对于藏区

僧人阶层具有特殊的社会功用与自我使用价值。因

此，应通过国家财政或慈善基金补贴，适当增加寺院

的报纸订阅资金。二是加强我国藏区的报纸发行工

作。近年来，我国报刊发行实行邮发、自办发行双轨

制。发行机构为了降低发行成本自然会青睐城区而

疏远农牧区和偏远地区，而藏区寺院大多位于偏远

地区。为此，国家可通过减税等措施保护发行企业

的合法利益，调动其积极性，做好其在城区发行和在

人口分布稀疏的偏远地区发行经济盈亏的平衡。

其四，媒介渠道的不畅还表现在事关信息国际

交流的投入不足上。以广播为例，长期以来，由于受

地域环境的制约，藏区的中波广播覆盖率较低，短波

广播则受季节和电离层的影响而收听效果较差。［２１］

这些均导致藏区僧人冷落境内渠道而热衷境外渠

道，并以对我国藏区存在不良企图的美国和印度的

广播为重。僧人的如此媒介负满足，显然与藏区广

播业的投入有很大关系。不言而喻，改革开放后的

中国无法禁止僧人收听境外广播，也无法对来自境

外的汉语或藏语广播施以无线电干扰。因此，加大

投入以提高我国广播信号的境内覆盖率和有效性，

增进广播信息传播的系统性、科学性是十分必要的。

将藏区广播办得使僧人喜闻乐见，一是要坚持新闻

真实性原则。藏族学者谢芝告诉我们：广播曾在藏

区被称为“仁假开气”，汉译即“说谎的大嘴巴”。广

播只有在兼顾信息传播的主导与多元的情况下才能

充分保持新闻的真实性。二是强化新闻的时效性。

研究表明，在出现灾难等突发事件时，受众收听境外

广播的比率会由日常的 １％ ～３％骤增至 １０％以
上［２２］，故新闻广播应做到快速、及时、连续报道。三

是强化对新闻热点、焦点、难点的信息传播与引导，

优化新闻信息传播质量，加强深度报道。以网络媒

体为例，近年来藏区发生较为重大的政治事件后往

往会出现网络媒体交流被切断的现象。我们在田野

调查中发现，四川阿坝州草地几县（即阿坝县、红原

县、壤塘县、若尔盖县）的互联网有因时局因素而被

中断的现象。藏区的这种网络中断，在拉萨“３·１４
事件”“僧侣自焚事件”之后持续的时间还相当长。

而这种长期的切断会带来明显的社会负效果。调查

发现，藏区僧人将近年这样的互联网中断现象视作

寻常，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藏区合法大众传媒的信

任。其实，地方政府面对政治事件而切断互联网恐

更多属于无奈之举。西方社会认为传媒管制是政府

应对市场失效的一种临时补充，对大众传媒业的管

制通常用于战时［２３］，故对我国长期、频繁地中断藏

区互联网势必不予理解并予以排斥。而西方社会的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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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负向信息又易通过手机、广播和人际交往等途

径散发，作用于藏区宗教界，或经由僧人扩散到藏区

的普通民众，这对我国藏区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不小

的挑战。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认为，文化产业要

做大做强，没有大投入是不可能的。［２４］显然，应对我

国藏区的社会挑战，需要政府加大投入，这样的投入

既要保持必要的规模，又要完整、系统和连续，保持

科学性，而不是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或

某方面的带有投机性的应对之举。

礼佛是我国藏区所有民众的日常生活，僧人在

藏区有着特殊的社会影响力。藏区僧人的大众传媒

接触不是一件小事，它事关国家领土完整、民族团结

与人民幸福。藏区僧人的媒介接触在不同媒介、同

一媒介之间和媒介的内容信任上出现倾斜，这反映

出藏区大众传媒与僧人阶层受众间信息沟通不畅，

而影响藏区僧人媒介接触或亲近或疏远的原因，主

要是内容、渠道和语言。总之，藏区传媒业审时度势

进行相应调整已成为必然。关于藏区僧人媒介接触

的态度、态度与行为间的关系和不同年龄段僧人媒

介接触的情况与特点，更是一个事关民族团结和国

家安全的问题，它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１］　臧肖，郭潇嵋．城镇化与藏区僧侣修行行为的关系研
究［Ｊ］．宗教学研究，２０１３（２）：１８６．

［２］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７：７１２．

［３］　王秋花．论互联网对藏传佛教寺院僧人教育的影
响———基于对甘南藏区的调查研究［Ｊ］．北方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４）：１３．

［４］　王斌．电视媒体在藏族同胞中影响力研究［Ｊ］．中国广
播电视学刊，２０１１（２）：５５．

［５］　张蕾．广播电视在四川藏区的宣传引导功能初探［Ｊ］．
当代电视，２０１２（１２）：４４．

［６］　陆双梅．在场的缺场：手机对当前藏传佛教信仰实践
的影响———基于迪庆藏区田野调查的阐释［Ｊ］．西南
边疆民族研究，２０１１（２）：１４１．

［７］　陆毅刚．西北少数民族城市社区大众传媒与舆论引导
力———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为例［Ｊ］．青年记者，

２０１１（２０）：１１．
［８］　蹇莉，王卉．创新藏区新闻传播的现实途径———以四

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媒介受众调查为例［Ｊ］．电视研究，
２０１２（３）：７５．

［９］　张硕勋，王晓红，韩亮．多媒体传播视阈下甘南藏区大
众媒介传播格局的嬗变［Ｊ］．新闻大学，２０１２（２）：１４４．

［１０］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简介［ＥＢ／ＯＬ］．（２０１５－
０４－０６）［２０１３－１２－２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ｃｏｍ．ｃｎ／ｊｓ／ｊｊ／２０１２－０４－２０／８６９．ｈｔｍｌ．

［１１］ＭＥＹＥＲＰ．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ｓ
ｐａｐｅｒ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ｎｉｎｄｅｘ［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８（３）：５６７．

［１２］张洪忠．大众传媒公信力理论研究［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６：５１－６４．

［１３］郭庆光．传播学教程［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１４］国务院新闻办．《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ＥＢ／
ＯＬ］．（２０１３－１０－２２）［２０１５－０５－２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
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３１０２２／ｎ３８８６５９１９３．ｓｈｔｍｌ．

［１５］漆侠．辽宋西夏金代通史：一［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１４－２６．

［１６］管克江．中国西藏文化周柏林开幕让德国看到真实西
藏［Ｎ］．环球时报，２０１３－１０－２５（０３）．

［１７］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３．

［１８］陈希勇．四川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分析———基于
１０个藏族自治州的实证［Ｊ］．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０９
（６）：１４７．

［１９］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１：２８４．

［２０］田杰．如何破解民族地区党报覆盖难题———四川甘孜
藏区实行财政转移支付、扩大报纸发行之思考［Ｊ］．中
国报业，２００８（２）：３８．

［２１］罗占祥．论广播在我国藏区的不可替代性［Ｊ］．中国广
播，２００９（７）：３４．

［２２］喻国明．当前中国传媒业发展客观趋势解读［Ｊ］．现代
传播，２００４（２）：１．

［２３］欧阳明．宏观新闻编辑学［Ｍ］．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２：５８．

［２４］张玉玲，严圣禾．大投资背后有何大思路？［Ｎ］．光明
日报，２０１３－０９－２７（０９）．

·５３·


